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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
——收入差距和消费升级的链式中介作用

赵　昕  ， 曹　森  ， 丁黎黎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 ： 以互联网依赖理论为基础，借助 2016—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库，采用 STIRPAT

模型和 Bootstrap 链式中介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依赖对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及链式中介传导机制。研究结果

表明：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收入差距与消费升级在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的正向影响

中具有显著的直接中介作用。但是，收入差距和消费升级的链式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即互联网依赖通

过收入差距的缩小造成消费升级减缓，进而降低碳排放。在未来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政府应协调处理减排

与收入差距和消费升级的关系，推进差异化减排策略，倡导低碳型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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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减少碳排放并促进低碳发展成为全球的发展目标。中国作为

CO2 排放大国，其中家庭碳排放占比已经达到碳排放总量的 1/2 以上。因此，从家庭的消费行为探究家庭

碳排放量有利于中国低碳发展战略实施的落地。伴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 , 2019 年全国电子商务交

易额达 34.81 万亿元，继续引领全球。依据互联网依赖理论，当消费者频繁使用互联网时，会引发消费

者过度依赖互联网信息进行不确定性决策，形成自我认知。因此，在网购已成为家庭日常消费的大背景

下，探究如何借助互联网媒介来影响家庭碳消费倾向，可以为碳中和目标实现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以互联网使用程度为切入点，分析互联网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机理是控制家庭碳排放的重要前提。

本文从消费者这个微观视角入手，利用残差度量法衡量互联网依赖程度，探寻互联网的合理使用对家庭

碳排放的效应，并利用链式中介模型刻画出消费者在线消费行为、互联网使用、家庭碳排放之间的影响

机制。该影响机制的构建，一方面可以为降低家庭碳排放的经济可行性、技术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另

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在家庭微观层面制定差异化减排政策，合理引导居民的环保理念。 

一、文献综述
 

（一）家庭碳排放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家庭碳排放占比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家庭碳排放的衡量方法、影响因素、空间特征

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中，家庭碳排放的衡量作为研究的基础存在很多的衡量方法，主要有消费者生活

方式法和投入产出法。消费者生活方式法提供了一个综合的评估框架，该框架可以将影响生活方式和相

关后果的因素联系起来，并且提供了个人消费活动影响碳排放的明确信息，还可以识别碳密集型行为。

相反，投入产出法的重点是所有行业的投入和产出的依赖关系，能够反映单个行业部门变化对其他行业

部门的影响，从而非常适合分析家庭间接碳排放。Reinders 等 [1] 利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得到欧盟国家的间接

能源使用量占总能源使用量的 36%~66%，并且发现这些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Liu 等 [2] 根据投入产出模

型，结合 1992—2007 年中国家庭数据计算发现，中国家庭消费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占总量的 4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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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等 [3] 将消费者生活方式与投入产出法相结合，发现家庭的间接能源消耗是其直接能源消耗的

1.35 倍。综上所述，目前家庭碳排放的主要研究内容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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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家庭碳排放主要研究内容
 

家庭碳排放分为直接部分和间接部分 [4]。家庭直接碳排放是指与直接使用燃料有关的排放，例如家庭

烹饪、供暖和交通等活动使用燃料带来的碳排放。家庭间接碳排放是指燃烧化石燃料用于生产非能源产

品和服务以供居民消费的碳排放量，间接碳排放占总排放量的 1/2 以上，并在减排工作中起主要作用 [5]。

目前有关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包括家庭收入、家庭规模、能源供应、教育以及其他个人、家

庭和环境特征 [6-8]。其中，收入是碳排放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收入最高的家庭往往是 CO2 排放最多的家

庭 [9]。但边际排放倾向在逐步减少 [2]。 

（二）互联网技术与碳排放

现有研究关于互联网技术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关于其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仍

然存在争议。一方面，研究已普遍确认互联网技术具有提高生产效率和能源效率的重要潜力，这有利于

减少环境污染 [10]。另一方面，与互联网技术相关的设备（例如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的大量使用也可能导

致电力消耗的大幅增加，这会对环境保护产生负面影响 [11]。在微观层面，互联网活动在过去十年间与人

类活动紧密相关，对个人的环境保护行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互联网的使用可以使人类走向更

高效、绿色和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Bastida 等 [12] 研究发现，互联网技术可以将家庭的最终用电量减少

0~5%。其次，互联网的普及加速了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

证 [13]。此外，先前的研究表明，通过互联网访问健康信息会影响个人的健康护理决策 [14]。但是也有研究

表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地区人均碳排放存在门槛效应，且目前中国正处于互联网发展提高人均碳排放量的

阶段 [15]。 

（三）现有研究不足与本文创新

现有研究不足体现在：第一，中国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社会政策环境、家庭特

征及个人特征等方面，较少涉及到互联网环境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然而，中国互联网发展和家庭能源

需求处于双重增长阶段，互联网的使用势必会改变家庭的生活方式，进而对家庭碳排放产生影响。因

此，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是对现有研究有意义的补充。第二，关于互联网技术对碳排放

的影响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宏观层面探究互联网技术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较少从微观层面分析互联网

技术对家庭碳排放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IOD）中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和 WIOD 中的中国 35 个行业的碳排放量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依赖与

家庭碳排放之间的影响效应，证实了互联网的不规范使用对家庭碳排放的消极影响，即需要规范家庭对

互联网的使用来降低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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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创新性工作如下：第一，本文依据互联网依赖理论，从家庭层面构建了互联网依赖与家

庭碳排放之间的作用框架，能够更好地从微观视角揭示互联网快速发展可能对环境气候造成的影响。第

二，依据消费行为模式理论与相对收入假说，在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影响框架中，引入收入差距和

消费升级，挖掘收入差距与消费升级在互联网依赖与家庭碳排放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对精准制定绿色环

保政策提供具体的理论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互联网依赖与家庭碳排放

Hall 和 Parsons[16] 提出互联网依赖理论，认为互联网的过度依赖会损害人们正确的认知、行为和情感

功能，改变个体的社会互动模式和自我意识。因此，家庭在进行消费决策时，对互联网等媒介资源形成

的依赖会影响其特定的决策目标，而消费决策将直接影响家庭碳排放量。这为本文从互联网技术角度分

析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家庭直接碳排放方面，过度依赖互联网的家庭每天在互联网上交换的数据量空前巨大，消费者使

用的家用互联网设备和高能耗服务器，大幅提高了用电量，并产生大量温室气体。在家庭间接碳排放方

面，互联网依赖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增加碳排放：一方面，存在互联网依赖的家庭比普通家庭拥有更为丰

富的信息，但这些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在给家庭提供更多机会的同时，也提高了家庭分辨信息的决策成

本，让家庭更容易受到噪声信息的影响，导致家庭决策者对当地环境状况产生错误判断，进而降低自身

节能减排意愿。另一方面，互联网的过度使用容易造成家庭成员的非自律购买，因为在虚拟网络环境

中，消费者更容易产生满足感，降低感知风险，从而更容易产生非自律购买。非自律购买的出现会造成

资源的浪费与非必要的损失，从而增加家庭碳排放量。因此，过度使用互联网的家庭会通过直接和间接

路径产生大量碳排放。基于以上理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二）收入差距的中介作用

收入差距在互联网依赖与家庭碳排放关系的中介作用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形成。首先，互联网的普及

使得各个阶层的信息交流更加便捷与迅速，降低信息不对称，推动公共服务的公平，此时互联网发展对

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在收入差距缩小过程中，由于现有技术的限制，经济的快速发

展往往带来的是对环境的大肆破坏，产生较高的污染排放。其次，互联网的使用影响着资本、劳动力和

信息等要素的生产率，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会影响对资本和劳动力的需求，对他们的薪酬和收入分配会产

生积极影响 [17]。根据 Heerink 等 [18] 基于收入与污染产生之间的隐性关系提出的“消费理论”，收入分配的合

理化给居民以更多的消费增长空间，改变居民的消费习惯。同时，当收入分配更加平衡时，更多人群进

入中产阶级，提高了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易于消费更多的碳密集产品，因此会产生更多的碳排

放。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收入差距在互联网依赖与家庭碳排放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三）消费升级的中介作用

消费升级有两方面的含义 [19]：一方面是指家庭对各类商品的消费支出占比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指家

庭消费商品质量的提升。本文采用第一种含义，即家庭享受消费占比。根据网络消费者行为理论 [20]，消

费升级能够由互联网造成的需求变化来推动，即互联网通过提高家庭对服务业的要求以及改变消费观念

来带动消费升级。不仅如此，互联网也能通过降低家庭消费成本，提高消费便利性，使得消费者更容易

利用互联网进行消费，推动消费升级。由消费模式方法理论 [21] 可知，消费升级作为消费模式的动态体

现，能够影响家庭直接碳排放与间接碳排放：一方面，消费升级加大了家庭对出行、供暖和烹饪等方面

的燃料需求，增加了家庭的直接碳排放；另一方面，家庭的消费升级使得家庭加大对享受型商品消费，

而根据投入产出法，一单位享受型商品与服务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均大于一单位生存型商品与服务。基于

以上理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消费升级在互联网依赖与家庭碳排放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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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入差距和消费升级的链式中介作用

收入差距可以通过以下机制对消费升级产生影响。首先，依据攀比效应，Brown 等 [22] 发现，中国农

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显著增加了其消费，并使得享受型消费比重显著提高。具体而言，收入差距可

以通过影响商品市场、要素市场等改变市场供求，进而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其次，根据追求社会地位理

论 [23]，人们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并渴望不断追求社会地位的提高。为了提升地位等级或保持社会地

位，家庭试图通过增加储蓄来积累财富。收入差距能够通过影响居民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追求，改变自身

储蓄倾向与消费倾向，进而影响家

庭对各类消费品的选择。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收入差距和消费升级在互联

网依赖与家庭碳排放之间存在链式

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的研究框

架如图 2 所示。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数据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的中国

投入产出表①和其中统计的中国 35 个行业的碳排放量。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是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开

展的大规模面板调查项目，该项目旨在研究当代中国的家庭福祉及其动态变化，以家庭为抽样对象，该

研究收集了有关抽样家庭以及所有单个家庭成员的大量信息。样本涵盖近 1.5 万户家庭，2010 年分布于

25 个省，2016 年开始调查家庭已分布于所有 31 个省。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包含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投入

产出数据，提供了有关国际贸易和能源消耗的大规模时间序列数据源，推动了对有关动态全球化过程的

深入了解。 

（二）变量设计 

1. 家庭碳排放 HCE
k

k

本文利用不同的方法分别计算家庭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使用碳排放系数法计算家庭 的直接碳

排放量，家庭 的直接碳排放量为

HCEdirect_k =
∑

i

fiEnergyik (1)

fi i Energyik k i

Energyik

其中， 为能源 的碳排放因子系数； 为家庭 所消耗的能源 的数量。本文所使用的碳排放因子来

自联合国公布的燃料碳排放系数。利用天然气、LNG、煤炭和汽油的全国平均价格以及 CFPS 数据库中

各个类别的消费金额，计算出家庭各类能源消耗数量，即 。

k家庭间接碳排放通过投出—产出模型（IOM）进行估算，这是一种广泛采用的方法。家庭 的间接碳

排放量计算如下
HCEindiect_k = D(I− A)−1Ek (2)

D (I− A)−1

Ek k

其中， 为每个部门碳排放强度的行向量； 为 Leontief 逆矩阵，这是应用投入—产出模型的关

键； 是家庭 消费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列向量。

计算完成后，为减少由于异常值的存在而导致的误差，将家庭碳排放量和收入的最高和最低的

1% 的家庭排除在外。 

2. 互联网依赖

在以往探讨家庭或个人互联网使用的相关研究中，往往采用“互联网使用频率”或“是否使用过互联

网”等指标度量互联网使用。这种直观的互联网使用指标难以进行针对性的判断，即根据家庭特征判断

 

收入差距 消费升级

互联网依赖 家庭碳排放
H1

H2
H3

H4

H2

H3

图 2    假设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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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互联网依赖与否，也难以衡量互联网依赖的大小。本文认为，家庭互联网使用程度的过度与否取决

于其最优使用水平。超过最优水平的家庭被认为互联网过度依赖；反之，被称为互联网依赖不足。在最

优使用水平的衡量中，现有文献做法就是取家庭互联网使用程度的平均值或者中位数。但是由于家庭的

个体特征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根据平均数或中位数衡量的最优水平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 要考察家庭的

最优互联网使用程度根据其家庭特征、成员特征等基本面因素来进行显得更为合适。为此本文借鉴残差

度量非效率投资的思想 [24-25]，通过对家庭互联网使用的综合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找到其最优使用程度，若

超过即认为存在互联网过度依赖，反之则认为互联网依赖不足，最后获得残差项对家庭互联网依赖指标

进行估计，模型如下

Yi = α0+ β1V1i+ β2V2i+ β3V3i+ β4V4i+ β5V5i+ β6V6i+µi (3)

Yi i

V1i i

V2i i

V3i V4i i V5i i

V6i i

其中， 表示第 个家庭每周闲暇时间使用互联网总时长（小时）对数化的连续性变量。根据相关参考文

献提出以下解释变量作为影响互联网使用时长的关键原因 [26-27]， 是家庭 的平均年龄，以此排除由于家

庭规模不同造成的家庭年龄差异； 为家庭 的人均纯收入，等于家庭所有成员纯收入除以家庭规模的自

然对数； 为家庭规模，等于家庭所有成员数总和； 为家庭 的人情礼支出； 是家庭 的工作性质，

这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当家庭有从事农业工作者时取值为 1，当家庭没有从事农业工作者时取值为 0；
是家庭 的平均教育水平，等于家庭所有成员教育水平总和除以家庭规模，以此排除由于家庭规模不同

造成的家庭教育水平差异。

r

r r

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得到残差值 ，即实际观察值与拟合值之间的差，表示家庭互联网依赖程度，

当 >0，表示家庭过度依赖互联网，反之表示互联网依赖不足。在之后的回归中，使用 作为关键解释变

量，进行后续分析。

通过借鉴以往文献 [28]，对部分不显著变量进行

替换后，由表 1 可知解释变量在 1% 的显著水平下

显著。结果显示，随着家庭平均年龄的上升，家庭

对互联网的使用程度会下降；家庭规模越大、家庭

中人口越多对互联网的使用也会越频繁；家庭的平

均教育水平与互联网的使用正向相关；家庭的人均

纯收入水平也与互联网存在正向关系。

r r

r

基于上述回归的结果，最终得到 20 205 个残

差，即为互联网依赖（ ）。通过观察 发现，总体

互联网依赖的均值为 0.010 4，表明中国家庭存在一

定的互联网过度使用问题。其中，城市家庭中互联

网依赖均值达到 0.146 0，表明城市家庭存在较大的

互联网依赖行为。但是农村家庭的 的均值仅为

−0.114 0，这表明在互联网使用方面，中国城乡家庭差异较大，也为以后分样本分析提供支持。 

3. 中介变量

n

wi i mi i pi i

i=1,2, · · · ,n mi

1）收入差距。对于收入差距的衡量，通常有以下几个指标可供选取：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其中应

用最广泛的为基尼系数，本文亦采用基尼系数代表收入差距 [29]。具体而言，本文选用区县级别人均纯收

入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借鉴以往学者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 [30]，将样本家庭按照县区分成 组，设

代表第 组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份额； 代表第 组家庭的平均人均收入； 代表第 组家庭的人口频数

（ ）。对全部组家庭按照人均收入 由小到大排序后，利用如下公式计算

G = 1−
n∑

i=1

2Bi =

n∑
i=1

pi(2Qi−wi) (4)

Qi =

i∑
k=1

wk (5)

 

表 1    家庭互联网依赖回归结果
 

变量 β t
常数 −5.383 6*** −10.289 0
V1 −0.087 1*** −21.808 3
V2 0.640 5*** 14.171 3
V3 0.455 7*** 16.794 3
V4 0.000 1*** 2.833 6
V5 −0.552 6*** −6.856 3
V6 0.610 2*** 13.819 6
Year Fixed YES

Cluster YES

R2 0.427 6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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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i其中， 为从 1~ 的累积收入比重。

2）消费升级。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按照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分类标准对家庭消费进行分类统计。

结合现有分类，本文将家庭消费划分为基本消费和发展消费两类 [31]。其中基本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和居

住支出，是家庭为维持基本生活所产生的消费；发展消费包括生活用品、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化娱

乐和其他消费，是为提高自身生活水平，实现更高的价值追求而进行的消费。本文用发展型消费所占家

庭总消费的比重代表家庭消费升级。 

4. 其他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 [32-33]，引入以下控制变量：（1）家庭规模（Size）：CFPS 数据库统计的家庭人口数

量；（2）人均收入（Perincome）：家庭纯收入的人均值；（3）家庭决策者年龄（Age）：以对家庭财

务最了解的人作为家庭决策者，其年龄作为家庭决策者年龄；（4）家庭决策者的教育水平（Edu）：从

1~10 分别代表从低到高的教育水平；（5）家庭户口所在地（Urban）：这是一个二分类变量，根据国家

统计局资料的城乡分类，当家庭是城镇户口时取值为 1，当家庭是农村户口时取值为 0。 

（三）模型设定

Ehrlich 和 Holden[17] 提出了 IPAT 等式用以分析人文因素对环境水平的影响，但是该模型存在一定的局

限，只能研究对因变量的等比例影响。后来有学者为克服这一不足，建立了 STIRPAT 模型，即可拓展的

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如下所示

I = αPbAcT de (6)

α

e

其中，I 为环境水平；P 为人口规模；A 为人均财富；T 为技术水平； 为该模型的系数；b、c、d 为各自

变量的指数； 为随机误差项。

对式（6）两边取对数得
ln I = ln α+b ln P+ c ln A+d ln T + ln e (7)

根据式（7）以及对控制变量的选取，首先将控制变量引入，构建式（8）如下所示

ln HCEi = β0+ β1ln Sizei+ β2ln Perincomei+

β3(ln Perincomei)2+ β4lnAgei+ β5ln Edui+ β6Urbani+ui
(8)

r为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家庭碳排放量的影响，在式（8）的基础上，加入互联网依赖（ ）构造模型

（1），如式（9）所示

ln HCEi = β0+ βrr+ β1 ln Sizei+ β2 ln Perincomei+

β3(ln Perincomei)2+ β4 ln Agei+ β5 ln Edui+ β6Urbani+ui
(9)

Gap Upgrade为分析中介效应，本文首先在式（8）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了收入差距（ ）和消费升级（ ）

变量，构建模型（2）和模型（3），分别由式（10）和式（11）表示，分别研究了收入差距和消费升级

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

ln HCEi = β0+ βgGapi+ β1 ln Sizei+ β2 ln Perincomei+

β3(ln Perincomei)2+ β4ln Agei+ β5ln Edui+ β6Urbani+ui
(10)

ln HCEi = β0+ βuUpgradei+ β1 ln Sizei+ β2 ln Perincomei+

β3(ln Perincomei)2+ β4ln Agei+ β5ln Edui+ β6Urbani+ui
(11)

然后根据 Preacher 和 Hayes[34] 提出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以检验收入差距和消费升级在互联网依

赖和家庭碳排放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为此，本文构建模型（4）、模型（5）和模型（6）进行分析，分

别由式（12）、式（13）和式（14）表示

Gapi = β0+ βrr+ β1 ln Sizei+ β2 ln Perincomei+

β3(ln Perincomei)2+ β4 ln Agei+ β5 ln Edui+ β6Urbani+ui
(12)

Upgradei = β0+ βrr+ βgGapi+ β1 ln Sizei+ β2 ln Perincomei+

β3(ln Perincomei)2+ β4ln Agei+ β5ln Edui+ β6Urbani+ui
(13)

ln HCEi = β0+ βrr+ βgGapi+ βuUpgradei+ β1 ln Sizei+ β2 ln Perincomei+

β3(ln Perincomei)2+ β4ln Agei+ β5ln Edui+ β6Urbani+ui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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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从表 2 可以看出，家庭碳排放量的均值为 13 232.153 6 千克，但

变异系数较大，表明不同家庭的碳排放量差距较大。互联网依赖的均值为 0.010 5，表明目前中国家庭存

在一定的互联网依赖现象，且不同家庭的互联网依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距。家庭消费升级的均值为 0.423 2，
变量变异系数也较低，这反映出目前大多数家庭还是将过半的消费用于生存型消费。县级人均纯收入的

基尼系数均值为 0.386 4，表明在区县级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收入差距较小。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定义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家庭碳排放 投入产出法计算而得 13 232.153 6 10 795.427 5
自变量 互联网依赖 残差度量法计算而得 0.010 5 2.695 1

中介变量
收入差距 县级基尼系数 0.386 4 0.075 8
消费升级 享受消费占比 0.423 2 0.201 1

控制变量

家庭规模 家庭常住人口数量取对数 1.193 6 0.530 3
人均收入 （家庭纯收入/家庭常住人口数量）取对数 9.532 2 0.974 6
人均收入平方 人均收入取对数的平方 91.811 9 18.384 7
年龄 家庭决策者年龄取对数 3.881 7 0.308 4
教育水平 家庭决策者教育水平取对数 1.490 5 0.305 4
城镇户口 二分类变量，家庭户籍为城镇户口时取1，否则为0 0.389 2 1.041 0

 
 

（二）直接效应检验

β=0.076 3, p < 0.01

β= −0.058 2, p < 0.01

β=0.083 8, p < 0.01

表 3 给出了各个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的回归结果。模型（1）的结果表明，互联网依赖与家庭碳排放

显著正相关（ ），假设 H1 得到验证，说明过度依赖互联网的家庭容易排放更多 CO2。

另外，家庭收入差距与家庭碳排放显著负相关（ ），而家庭消费升级的提高与家庭碳

排放显著正相关（ ），这表明在促进节能减排和推动消费升级之间需要一定的政策权

衡，同时在缩小收入差距与降低碳排放之间也需要政策制定者的权衡。这与理论假设相符合。
 
 

表 3    家庭碳排放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β t β t β t

常数 −0.100 3*** −9.743 4 −0.106 0*** −10.282 5 −0.117 3*** −11.373 8
互联网依赖 0.076 3*** 13.089 4
收入差距 −0.058 2*** −9.105 9
消费升级 0.083 8*** 14.113 4
家庭规模 0.406 9*** 65.632 5 0.411 2*** 66.271 7 0.396 2*** 63.143 9
人均收入 −0.768 6*** −9.832 7 −0.760 1*** −9.700 3 −0.672 8*** −8.607 7
人均收入平方 1.203 9*** 15.298 7 1.181 5*** 14.987 8 1.107 8*** 14.078 4
年龄 −0.039 9*** −5.974 9 −0.043 5*** −6.487 8 −0.037 8*** −5.661 1
教育水平 0.097 5*** 13.893 1 0.088 7*** 12.564 6 0.090 8*** 12.948 3
城镇 0.116 3*** 9.121 9 0.105 3*** 8.121 6 0.144 3*** 11.288 9
Year Fixed YES YES YES

R2 0.336 0 0.333 0 0.337 0
F 1 248.507 0 1 232.011 0 1 253.705 0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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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介效应检验

参照 Taylor 等 [35] 对多重中介检验方法的对比研究，Bootstrap 方法用于检验中介效果最好。因此，本

文首先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检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然后利用 SPSS 执行基于 Bootstrap 的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通过 Bootstrap 检验能够进一步判断中介效应的稳健性。

1. 从互联网依赖到家庭碳排放

的路径系数为 0.067 3，p<0.01，表

明互联网依赖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家

庭碳排放量，假设 H1 得到验证。

互联网依赖能够直接增加家庭碳排

放原因在于，对互联网的依赖增加

了家庭对各类电子设备的使用，扩

大了电力等能源消耗，直接增加碳

排放；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与普

及产生的去物质化会使得个人对环

境危害的感知降低，从而对影响个人实施低碳行为。

2. 从互联网依赖到收入差距的路径系数为−0.077 5，p < 0.01，表明互联网依赖能够显著降低收入差

距；从收入差距到家庭碳排放的路径系数为−0.053 1，p < 0.01，表明收入差距的降低能够显著扩大家庭碳

排放。并且，由表 5 可知，收入差距在互联网依赖与家庭碳排放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β=0.004 1，
p < 0.01），Bootstrap=50 000 的 95%置信区间为 [0.007 2,0.010 9]，不包含 0，假设 H2 也得以验证。

p < 0.01

p < 0.01

β=0.005 0, p < 0.01

3. 从互联网依赖到消费升级的路径系数为 0.062 4， ，表明家庭对互联网的依赖能够显著正向

影响家庭的消费升级，即家庭使用互联网越多，则家庭的享受消费占比越高。消费升级到家庭碳排放的

路径系数为 0.080 2， ，表明消费升级会显著增加家庭碳排放。同时，由表 5 可知，消费升级在互

联网依赖与家庭碳排放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 ），Bootstrap=20 000 的 95% 置信区

间为 [0.003 7, 0.006 5]，假设 H3 得以验证。

根据表 5 与模型（1）对比可以发现，同时加入中介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后，收入差距与消费升级的

估计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正，且互联网依赖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收入差距与消费升级在互联网依

赖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传导效应。

表 4    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解释变量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β t β t β t

常数 −0.010 7 −0.934 5 0.142 8*** 11.604 2 −0.112 3*** −10.939 8
互联网依赖 −0.077 5*** −11.951 9 0.062 4*** 8.929 0 0.067 3*** 11.553 2
收入差距 0.020 3*** 2.649 8 −0.053 1*** −8.350 4
消费升级 0.080 2*** 13.555 5
家庭规模 0.010 5 1.521 8 0.172 0*** 23.210 8 0.393 6*** 63.033 4
人均收入 −0.477 4*** −5.492 1 −0.704 2*** −7.530 6 −0.736 7*** −9.462 7
人均收入平方 0.232 3*** 2.654 6 0.717 2* 7.622 8 1.158 3*** 14.787 4
年龄 −0.076 4*** −10.279 6 −0.014 2*** −1.779 5 −0.042 7*** −6.414 5
教育水平 −0.095 5*** −12.232 9 0.042 7*** 5.065 8 0.089 2*** 12.728 3
城镇 −0.350 0*** −24.681 1 −0.216 8*** −14.011 2 0.115 7*** 8.947 2
Year Fixed YES YES YES

R2 0.417 3 0.228 1 0.586 6
F 520.741 2 120.426 4 1 036.239 4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表 5    Bootstrap 方法估计的中介效应及 95% 置信区间
 

路径 间接效应估计（标准化）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总计间接效应 0.009 0 0.007 2 0.010 9
具体间接效应分解

ID→GINI→HCE 0.004 1 0.003 0 0.005 3

ID→CU→HCE 0.005 0 0.003 7 0.006 5
ID→GINI→CU→HCE −0.000 1 −0.000 4 −0.000 1

　　注： ID表示互联网依赖；GINI表示收入差距；CU表示消费升级；

HCE表示家庭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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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全样本下，互联网依赖通过降低收入差距对家庭碳排放发挥正向间接作用；通过推动消

费升级对家庭碳排放发挥正向间接作用。首先，互联网依赖能够通过收入差距的途径增加碳排放的原因

在于，收入差距的缩小能够使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居民追求更加舒服但也更耗能的消费产品，消费篮

子“高碳化”，导致家庭碳排放增加。其次，家庭过度使用互联网会导致家庭非理性消费行为，一方面造

成家庭消费数量增加，另一方面使得家庭对享受类产品消费占比提高，而这两种行为都会导致消费篮子

“高碳化”。

p < 0.01

β= −0.000 1, p < 0.01

4. 本文检验了链式中介模型，即互联网依赖通过影响收入差距，抑制消费升级，进而降低家庭碳排

放。结果显示，收入差距与消费升级的路径系数为 0.020 3， ，表明收入差距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家

庭消费升级，即家庭所在区县的收入差距越小，家庭的享受消费占比越低。并且，由表 5 可知，收入差

距与消费升级在互联网依赖与家庭碳排放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 ），Bootstrap=
20 000 的 95% 置信区间为 [−0.000 4, −0.000 1]，假设 H4 得以验证。

β= −0.077 5, p < 0.01

β=0.062 4, p < 0.01 β=0.080 2, p <

0.01

分步回归发现，互联网依赖对收入差距有显著负向影响（ ），而收入差距对消费

升级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消费升级对家庭碳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

）。由于链式中介效用和直接效用的方向不同，此链式中介效应表现为“遮掩效应”，即收入差距缩

小导致消费升级的减缓会抑制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的正向影响。但遮掩效应在总效应内占比较低

（−0.000 1），对直接效应影响较小。

互联网依赖越高，表明当地互联网发展可能更具有优势，这一方面可以降低成本，促进资源配置，

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互联网贸易促进地区间收入平

衡，缩小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的缩小导致更多人偏向生存型消费，推动了消费篮子低碳化，家庭碳排

放增加减缓。链式中介效应的存在使得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出现了新的结论，即收入差距对

消费升级的负效应遮掩了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同研究得出的

互联网技术对碳排放影响的不同结论。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 2016 年和 2018 年 CFPS 全国调查数据以及投入产出表，基于 STIRPAT 模型，在综合测度各

个家庭互联网依赖的基础上，在家庭层面分析了互联网依赖对于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从直接效

应来看，家庭对互联网的过度依赖增加了家庭的消费碳排放。作为一种消极社会行为，家庭对互联网的

依赖越严重，家庭获得信息越复杂，一方面提高了对有效信息的甄别成本，导致家庭会产生更多非理性

消费；另一方面会导致家庭疲于利用有限的资源从事更多的非强制性的利组织行为，进而造成更多的碳

排放。

从间接效应来看，收入差距与消费升级在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的正向影响中存在链式中介效

应。第一，互联网依赖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对家庭碳排放形成了正向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意味着信息

流动的加快，抑制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而使得中产阶级占比增加，提高社会总体边际消费倾

向，碳排放量由此增加。第二，互联网依赖通过推动消费升级对家庭碳排放产生正向影响。由互联网依

赖引起的家庭消费观念的改变，促使家庭成员对发展消费更加偏好，增加了单位消费的碳排放量，进而

扩大家庭消费碳排放。从上述两个结论可以得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缩小收入差距与降低碳排放

的权衡以及促进消费升级与降低碳排放的权衡问题。第三，收入差距与消费升级在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

排放的正向影响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但是表现为遮掩效应，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依赖通过收入差距的缩

小造成的消费升级减缓进而降低碳排放，从而阻滞直接正效应的不利影响。家庭对互联网的依赖一方面

增强家庭对服务业的认识与要求，转变消费观念，促进消费升级。但是另一方面，互联网依赖造成收入

差距的缩小会导致消费升级的降低，进而使得家庭对享受型消费的倾向降低，从而降低部分家庭碳排

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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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启示与政策建议

本文得到的理论启示与政策建议如下：（1）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降低家庭对互联网依赖。一方

面，政府和环境保护组织通过官方渠道的知识宣讲、消息推送等方式，对公众进行环境教育，培养居民

的环保意识和观念。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引导广大移动互联网用户文明上网，积极参与净化网络环

境，提高国民互联网使用素养，推广合理的互联网使用方式。（2）优化消费结构，鼓励低碳消费。建立

合理的消费税制度，即对基本必需品设置低税率，同时对诸如化学药品、非金属产品和金属冶炼等产品

征收高额税款，以限制高收入群体的过度消费。改变家庭行为以逐步实现更清洁的生活方式，政府通过

财政补贴鼓励消费者使用包括清洁能源、低能耗设备在内的低碳产品来替代高碳产品。例如，对绿色消

费给予补贴或对高碳相关消费征税，对农村家庭进行燃气改造，减少秸秆、煤炭等燃料使用。（3）权衡

收入差距与碳排放。推行再分配碳税制度，借鉴累进税率，针对不同收入人群制定不同碳税标准，实现

差异化减排。首先，政府应在部分地区实行碳税试点政策，探索碳税政策与社会福利的共存途径，进而

为后续政策推广总结经验。其次，利用所得碳税对当地环保产业建设进行补贴，以可再生能源（例如太

阳能或风能）促进农村电气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在推广低碳能源同时减少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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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ternet Dependence on 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s
—The Chain Intermediary Role of Income Gap and Consumption Upgrade

ZHAO Xin，CAO Sen，DING Lili
（School of Econom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100,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tilizes the STIRPAT model and the Bootstrap intermediary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ternet dependence

on 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chain mediation mechanism, using the 2016—2018 China Family Tracking Survey (CFPS) micro-databa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et depende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s. The income disparity and consumption

upgrades  have  a  significant  direct  intermediary  role  o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Internet  dependence  on  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s.  However,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the  chain  of  income  disparity  and  consumption  upgrade  is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as  a  masking  effect,  that  is,  the  Internet

dependence slows down consumption upgrades through the reduction of income disparity, thereby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the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in the futu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income disparity and consumption upgrading, promote differentiated emission reduction strategy, and advocate low-carbon consumption mode.

Keywords：internet dependence; 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s; income disparity; consumption upgrading; chain interme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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